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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讨如下问题，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如何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我们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研

究路径，对中国过去 10 年的城市体系演进进行了系统回顾，并运用省区动态面板数据识别了城市规模分

布演进影响整个城市体系的外部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本文发现，从整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

看，中国的城市体系仍未达到最优分布状态，但正逐步向其趋近。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体系主要特征为中

小城市过多而大城市过少，少数大城市相对规模过大。新的( 特) 大城市的出现，及各大城市的共同发展，

能显著促进区域经济效率。本文的发现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途径选择提供了有益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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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化发展滞后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典型特征( 简新华和黄锟，2010) ，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还有

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然而，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 果 关 系 ( Fay and Opal，2000;

Henderson，2003)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为了实现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

用，在中国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关于这个问题，已有的研究集中在城市规

模大小的探讨上，历来有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市重点论之争，主要是围绕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效率展开

的( 陆铭、向宽虎和陈钊，2011) 。前者指出，通过大中型城市扩容，可以更好地发挥集聚经济的作用; 后者

则认为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上述研究为我们有效推进城市化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洞见。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事

实: 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体系。因此，如果仅从单个城市的规模来调控城市体系的

发展与建设，可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然而，针对中国城市体系的研究并不多，它们主要探讨了位序 －
规模分布①在中国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 高鸿鹰和武康平，2007b) 、不同层级城市的效率变化及其对城市

规模结构的影响( 高鸿鹰和武康平，2007a) 、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 － 外围模式( 许政、陈钊和陆铭，20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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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序 － 规模分布假定城市规模服从以下分布: R( n) = An － α，其中，将城市按照其规模 n 从大到小排序，就得到位

序 R( n) 。经验研究中通常使用以下式子进行回归: ln［R( n) ］= ln( A) － αln( n) + ε，其中，α 被称为位序 － 规模因子。当

α等于 1 时，齐夫法则( Zipf’s Law) 成立，这时，位序和规模的乘积是一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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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从理论进展看，现代城市经济学更为强调城市体系的分析( Abdel － Rahman and Anas，2004) 。① 其

中，城市规模分布构成了城市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Henderson，2005 ) ，而且它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

( Henderson，Shalizi and Venables，2001; Henderson，2003) 。这时，关键的问题是: 什么样的城市规模分布

在经济上更有效率? 目前，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 王小鲁，2010) ，因此，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成为当务之

急。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认识误区，可能会产生不合理的政策导向，造成效率损失，重蹈一些发展中国

家的覆辙。
关于上述问题，现有文献鲜有专门的研究，这意味着，现实需要与实证研究之间存在着一定脱节。基

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脉络和最新的数据，本文对该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分

别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其一，目前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其二，从城市规模分

布看，中国城市体系的合理结构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以省区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对各省区 2000 ～ 2009 年间的城市体系演进进行了系统的

考察和分析。我们发现，各省的城市规模分布表现出以下特征: 其一，一些城市在过去几年中吸引

了大量的人口，但总体来说，仍是一种中小城市多，大城市少的格局。其二，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表

现出某种趋中性。其三，从赫芬达尔指数度量的城市集中度看，大多数省份的城市规模分布变得更

为均匀了，这是由于新的( 特) 大城市的出现摊薄了原有规模较大的那些城市的人口份额而导致的。
这些新的大城市主要是由中小城市，特别是中等城市成长而来，存在着一条由中小城市逐步发展为

大城市的路径。
在此基础上，我们探讨了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沿着城市经济学的理论路径，我们

构建了一个有理论基础的实证框架，用以识别城市规模分布影响整个城市体系的外部性，进而影响

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发现: 其一，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与经济

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倒 U 型的关系，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造成不可忽视的效率损失;

其二，从城市体系演进趋势的角度来看，更为“均匀”的城市规模分布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这种

“均匀”是由于新的大城市出现摊薄了原来大城市的规模份额导致的，事实上，要促进经济增长，仍

需要发展适量的大城市: 大城市的数量与经济增长也呈现一种倒 U 型的关系; 其三，在大城市的内

部结构上，一方面，为了发挥首位城市的带头作用，它与其他大城市之间应当存在适度的层级; 另一

方面，各个大城市得到充分发展，形成一种“百花齐放”的格局，比仅有个别超大城市得以发展这种

“一枝独秀”的局面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上述发现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结果表明，一味地推进首位城市扩容或限制城市规模的政策都是有

失偏颇的，对目前我国大多的省份来说，仍需发展更多的大城市。推动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并非仅指现有

的大城市扩容，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些条件适合的中等城市发展成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这些新成长起

来的大城市再与原有的大城市相结合，构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城市体系。这种城市体系发展模式，将是

未来中国城市化继续推进的有效途径。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在第二部分，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重点阐述城市规模分布是

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在第三部分，沿着城市经济学的分析传统，我们用城市首位率和赫芬达尔指数

等指标勾勒出我国城市规模分布及其演进的特征; 在第四部分，我们将构建一个计量分析框架，用以识别

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对数据和指标进行了说明; 然后，在第五部分，运用各省区的城市规

模分布和经济增长等数据，我们在动态面板的计量框架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详细的

讨论; 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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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指的现代城市经济学，也被称为新城市经济学，着重关注城市体系及其结构，指经由 Alonso － Mills － Muth －
Henderson 发展而来的城市经济学。与此对应，旧城市经济学则着重分析单个城市的内部结构。



二、文献评述

从世界范围看，在一个国家从低收入起步，逐渐发展到较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城市化通常是推动收

入增长的主要力量( 亨德森，2007 ) 。城市化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Henderson and Wang，

2007) : 其一，一个经济体的全部居民在城乡间是如何分布的，关注的是城市化本身; 其二，城市居民在不

同城市间是如何分布的，关注的是整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主要涉及到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整个城市

体系人 口 规 模 的 集 中 程 度 以 及 位 序 － 规 模 分 布 这 几 个 方 面 的 特 征 ( Wheaton and Shishido，1981;

Henderson，2005) 。研究表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

对经济增长则有显著影响( Fay and Opal，2000; Henderson，2003) 。
要理解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是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 知

识积累和知识外溢是内生经济增长的基础。城市是知识创造、积累与传播的中心，因此，也是经济增长的

发动机。作为企业和劳动力的聚居地，城市使劳动力在空间上相互靠近，因此，劳动力能更好地通过模仿

和学习来积累人力资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 Lucas，1988) ; 城市的存在也促进了单个劳动力的知识积累

和劳动力之间的知识传递，这有利于技术创新( Jacobs，1969) 。在知识的产生、积累和流动的过程中，这些

经济行为源于经济主体间有意或无意的交流和互动，某个劳动力通常能够获得知识外溢的好处而不必支

付其成本，因此，产生了外部性。从增长的角度看，上一时期中城市的外部性影响了当地的知识积累和技

术创新，必然会影响到当期的技术进步，从而决定了增长( Glaeser et al. ，1992; Henderson，2005) 。①

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构成了一个城市体系。在不同的城市体系中，城

市的规模分布是有差异的。城市规模分布将影响整个城市体系外部性作用的发挥，最终将影响地区经济

增长。一方面，当城市的规模分布过于集中时，这意味着，其中的一些城市是规模过大的，而另外一些则

规模过小。在那些规模过大的城市中，过度的集聚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Henderson，2002 ) ，部分资源不得

不从知识的产生、积累和传播中转移出来，这将减少当期的知识积累，不利于经济增长; 在那些规模过小

的城市中，经济活动的密集程度不够，难以充分发挥知识外溢的作用，也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当

城市的规模分布过于均匀时，人口平均地分散到各个城市，这时，各个城市都普遍地集聚不足，也会损失

效率。因此，理论上应该存在某一最优的城市规模分布( Wheaton and Shishido，1981; Henderson，et al. ，

2001) 。从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结果看，城市首位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 存 在 着 一 种 倒 U 型 关 系

( Henderson，2003) 。
然而，现实中的城市规模分布往往会偏离最优状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及其带来的政策倾斜通

常是问题的肇因( Henderson，2005) : 其一，在城市体系中，权力集中在首都或者特权阶级居住的少数城市

中，这滋生了官僚的寻租行为( Ades and Glaeser，1995) ，这时，生产和贸易许可、资本市场以及公共品都被

人为集中在这些城市之中，为了获得资源或便利，企业和居民不得不向少数城市聚拢，形成过度集中的城

市规模分布。其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存在这样一种认识误区: 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大城市

总是有效的。这样的想法使得他们倾向于将生产活动都布局在大城市。然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 Henderson et al. ，2001 ) 。其三，当城市规模由小到大逐渐增加时，集聚的净效应是先上升，后下降的。
当城市规模超出了最优水平之后，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协调以组建新的城市，单个居民更倾向于留在原有

的城市中，而不是去组建新的城市。结果是城市规模超标，城市数量过少( Duranton，2009) 。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很可能会遇到上述发展中国家经历过的问题。事实上，相对于齐夫法

则成立的情形( Gabaix and Ioannides，2004) ，从 1997、2000 和 2003 年的情况看，我国许多省份的城市规模

分布是过于集中的( 高鸿鹰和武康平，2007b) ，这意味着“首位城市问题”，也就是说，部分省份首位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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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强调的是城市的知识外溢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一种“动态外部性”( Glaeser et al. ，1992)



相对规模可能过大了。从中国城市体系发展的历史脉络看，人为因素特别是行政因素和政治影响发挥了

重要作用。按照政策导向的差异，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体系的演进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王小

鲁，2010) 。从改革伊始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是城市体系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发展的指导

思想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而且，户籍制度、计划生育政策以及

相应的城市规模限制政策阻碍了要素的流动( Au and Henderson，2006b) ，结果是移民的高度本地化和分

散的城市化( 亨德森，2007) ，同时，相对于最优水平，我国许多的城市规模是过小的( Au and Henderson，

2006a)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到现在则是城市体系发展的第二阶段。自 2000 年以来，大中小城市协调发

展开始提上日程，对农民工进城的政策，也从只是允许逐步向鼓励和支持转变。2007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更进一步，删除了原《城市规划法》中围绕“控制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小城市( 镇) ”提

出的发展方针。政策导向的转变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化。那么，从城市规模分布的角度看，

当前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有什么样的特征和趋势? 怎样的城市规模分布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

续增长? 现有文献为此提供了许多线索和洞见，但仍没有清晰的答案。

三、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事实

在展开具体的分析之前，首先要回答问题是: 如何定义城市? 如果按照行政区划来定义，将面临数据

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的城市定义是综合考虑了行政区划和经济含义的结果。城市是经济活动集聚的

地理单元( Fujita et al. ，1999) ，因此，往往用城市居民规模在一定阈值以上的地理单元来定义城市，①常用

的截断点( cut － off point) 是 5 万城市居民( Henderson，2005) 。② 本文根据这一标准对全部的县、县级市和

地级市进行了截取。这里的人口数据来源于 2001 至 2010 年的《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其中，县( 市) 的城市居民用年末总人口扣除年末乡村人口获得，而地级市的城市居民则

采用市区年末人口界定。③ 如果在上述某一行政区划中，城市居民在 5 万及以上，则将其看作是一个城

市，低于这一阈值的行政区划则不计入城市体系的范围内。在这一分类标准下，④2000 年，我国的城市数

为 1339 个，城市居民为 4. 06 亿，总人口为 12. 25 亿，城市化率为 33. 13% ; 2009 年，我国的城市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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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是较为常用的定义方法。另外还可以通过可变阈值( 例如，将居民点按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序，累计占比在一

定份额以上) 或功能( 例如报纸发行) 等方面来来定义城市。
实证研究中常用的截取点是 5 万人( Henderson，2005) 。该标准是美国大都市区( Metropolitan area) 的最低人口下

限( O＇Sullivan，2009) ，大都市区是美国的核心统计区，其人口下限是美国各种城市统计单元中最高的。在人口密度较大的

日本，其采用的城市人口定义也以 5 万为下限(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2010) 。事实上，人口规模也是中国设立城

市的一个基本条件( Li，2008) 。2009 年，中国最小的城市是内蒙古的阿尔山市，其年末总人口为 4. 8 万; 第二小的城市是黑

龙江的绥芬河市，其总人口为 6. 4 万。而按照我们的划分标准，最小的城市其总人口也在 6 万以上，基本满足人口规模方

面的条件。值得说明的是，如果能获得相应的人口密度指标，将有利于从经济含义上更完善地厘定城市的定义。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暂时无法将进城务工人员考虑在内，但它涉及到经济活动集聚的实际情况，值得深入探

讨，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尽管无法准确度量，但大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比例通常更高。从本文的实证结果看，这

会有以下影响: 其一，我们发现，部分省份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是偏大的，如果将进城务工人员的情况考虑在内，首位城市

问题可能比实证结论反映的还要严重。其二，我们也发现，在样本期内，更多的大城市发展起来，形成一种更为“均匀”的

城市规模分布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里，虽说大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数通常较多，但对那些较大的城市群体来说，它们

的进城务工人员比例可能相差并不大，例如广东的广州和佛山都是大城市，佛山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实际上比广州的要来

得更高。如果这一推断属实，那么，当在现有基础上将进城务工人员的数量引入考虑时，即使首位城市的绝对规模增加得

最快，但其他大城市的绝对规模也将以相近的比例增加，它们可能反而会更多地摊薄了首位城市的份额，将进一步强化我

们的实证结论。
这里，我们勘正了《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上的几处问题:①2004 年，辽宁省辽中县和山东省胶南县的居民数

有误，比首位城市还大得多，根据前后两年的平均值进行了调整;②河北省邢台市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我们做了同样的处

理。下文的分析建立在校正后的数据上。实际上，分析基于校正前和校正后的数据对实证结果几乎没有影响。



1608 个，城市居民增长为 5. 04 亿，总人口为 13. 65 亿，城市化率为 36. 95%。①

为了分析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的经济绩效，我们将中国大陆各省区涵盖的城市看成是相对独立的城

市体系。在一个城市体系中，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主要通过要素和产品流动发生( Duranton，2009) 。就中

国的现实情况看，这两种联系都可能更多地发生在省区之内。其一，从劳动力迁移的角度看，中国的城市

化是高度本地化的，长距离的人口迁移较少( 亨德森，2007) ; 其二，中国的城市间存在着严格的行政层级，

较高级别的城市“监督指导”较低级别的城市( Chan et al. ，2008) ，这时，层级较低的城市的经济活动受到

直属上级城市的影响; 其三，在地方财政分权竞争的背景下，省与省之间有以分割市场的方式追求各自经

济增长的倾向( 陆铭和陈钊，2009) ，这将影响经济活动的边界，实际上省际行政边界的存在抑制了大城市

对外省城市的吸纳效应( 许政等，2010) 。基于此，可以将各省区视为相对独立的城市体系。② 这使得我们

能够构造截面及面板数据，并采用严谨的计量方法进行分析; 同时，我们采用的是各省区符合上述城市定

义的县、县级市和地级市样本，避免了仅使用地级市作为分析单元时产生的数据不足问题。③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最终的分析对象并不是全部 31 个大陆省区，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①按照前述的

城市定义，在西藏，符合标准的城市只有拉萨; 而青海、宁夏两省的城市数目都不足 10 个。城市数量过少

意味着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体系，因此，下面的分析将不包括这 3 个省区。②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

情况也很特殊: 它们都是直辖市，与疆域辽阔的各省份相比，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都市区”，因此，在

分析时，我们将北京、天津、上海从样本中去掉，而把重庆并入到四川。④ ③在下文分析城市规模分布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中，将涉及实际物质资本与实际地区生产总值( GDP) 等指标，海南的数据缺少两者在基期⑤

的基本数据，而且城市数量也较少，因此也不包括在我们的分析中。这样，我们下面的分析对象是剩下的

23 个省区。
现在，分析单元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那么，要如何刻画城市规模分布? 文献中，通常涉及以下指

标( Wheaton and Shishido，1981; Henderson，2003) :①城市首位率;②用赫芬达尔指数度量的城市集中度;

③位序 － 规模因子。在本文中，我们只分析前两个指标涉及的结果。这是因为，对于位序 － 规模因子来

说，一方面，它本身是 OLS 拟合的结果，而且，其结果是有偏的( Gabaix and Ioannides，2004) ; 另一方面，尽

管关于它的讨论较多，但其原因和影响仍然缺乏明确的解释。
( 一) 城市规模结构的总体特征

我们首先来看城市规模结构的总体特征，主要考察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及比重。过去 10 年间我国

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表现出以下特点( 见表 1) : 第一，从城市体系的结构看，中小城市众多，大城市少。规

模在 50 万人以下的小城市数量最多，比重最高，约占城市总数的九成，而规模在 100 万人及以上的大城市

和特大城市的数量则不足城市总数的 10%。第二，从城市居民的流向看，更多的人口向大城市集聚: 在表

1 第二栏中，从 2000 年到 2009 年，特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增加了 62. 63% ; 其他规模的城市居民数占比则基

本不变或有明显下降。第三，从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来看，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量增长迅速。特别

是，从 2000 年到 2009 年，人口在 200 万人及以上的特大城市数量增长了 1 倍以上。这说明，在过去几年

中，城市人口的集聚导致了更多的( 特) 大城市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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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比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要低。这是因为，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实际上是“城镇化”的概念( 简新华和黄锟，

2010) ，而在我们的划分中剔除了一些不符合标准的县级行政区域，这些区域中本身也存在城镇人口。
这里，有两个潜在问题我们做了简化处理。其一，一些城市跨省区的经济联系较多，例如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京津

塘”和“沪苏浙”地区，我们将在第五部分的第四小节中加以考虑。其二，距离问题。存在着以下可能: 一个城市 A 属于甲

省，但距离乙省的省会城市 B 很近，这时，它的归属将成为问题。这在本文分析框架中无法解决。
《中国城市年鉴》从 1990 年起才有系统记录;《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则从 2001 年开始连续出版。
这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其一，重庆作为直辖市具有特殊性，但它在地理和经济上都与四川有紧密联系; 其二，下

文将用到物质资本存量，这组数据中重庆是包含在四川里面的。
本文使用的物质资本存量基期为 1952 年，因此 GDP 也折算为 1952 年的水平。



表 1 不同规模城市的数量和人口比重的变化

小县城 小城市 中型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总计

城市数量( 个)

2000 年 954 150 101 70 17 1292

2009 年 1100 230 108 80 39 1557

2009 /2000( % ) 115． 30 153． 33 106． 93 114． 29 229． 41 120． 51

人口比重( % )

2000 年 25． 02 12． 83 19． 14 26． 24 16． 78 100

2009 年 21． 74 13． 08 15． 48 22． 06 27． 29 100

2009 /2000( % ) 86． 89 101． 95 80． 88 84． 07 162． 63

平均规模( 万人)

2000 年 9． 71 31． 68 70． 17 138． 79 365． 53

2009 年 9． 91 28． 52 71． 86 138． 24 350． 85

2009 /2000( % ) 102． 06 90． 03 102． 41 99． 60 95． 98

注: 按照规模大小，23 个省区的全部城市划分为以下类型: 小县城( 人口 ＜20 万) 、小城市( 20 万≤人口 ＜50 万) 、中型城市( 50 万≤人口

＜100 万) 、大城市( 100 万≤人口 ＜200 万) 和特大城市( 人口≥200 万) 。

( 二) 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

首位城市指城市体系中规模最大的城市，而城市首位率则是首位城市的城市居民数与整个城市体系

的居民总数之比，刻画的是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从首位城市相对规模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规模分布

在城市首位率上有趋中倾向( 图 1) 。相对于 2000 年，在那些期初的城市首位率低于平均水平( 0. 196) 的

省份中( 13 个) ，大多数省份( 8 个) 的城市首位率有所增加，表明这些省份的人口更多地流进了首位城市;

而在那些最初的城市首位率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 10 个) 中，大多数省份( 8 个) 的城市首位率降低了。我

们将在下文考察: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这样一种变化趋势是否是合意的。

图 1 城市首位率的变化 图 2 城市集中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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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城市集中度: 现状、趋势与构成

为了更全面地探讨城市规模分布的结构与演进，我们将考察赫芬达尔指数的结果。赫芬达尔指数定

义为各城市居民数占城市居民总数比重的平方和，度量的是整个城市体系中城市居民的集中程度。与城

市首位率相比，赫芬达尔指数能更完整地反映整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①

从城市集中度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出以下变化趋势与特征:

1. 从时间趋势上看，大多数省份城市规模的赫芬达尔指数下降了，即各省的城市规模分布变得更为

均匀了。这可以从图 2 所列示的从 2000 年到 2009 年各省份赫芬达尔指数的变化看出来。
2. 赫芬达尔指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新的大城市( 或特大城市) 的出现摊薄了原有最大的那些城市

的份额造成的。从赫芬达尔指数的构成上看，由于涉及到比重的平方，大城市居民比重的变化对指数的

大小影响更为重要。从表 1 可知，在考察期间，特大城市的个数翻了一番，其居民比重的涨幅超过 50%，

相反，小城市的数目有所增加，但居民占比却下降了。因此，可以推断，由于新的大城市( 或特大城市) 的

出现摊薄了原有最大的那些城市的份额，这导致了赫芬达尔指数的下降。而且，赫芬达尔指数和大城市

数量间的相关系数也反映了这点( 表 2) 。

表 2 城市集中度和大城市数间的相关系数

HHI( 整体) HHI( 100 万及以上) HHI( 最大的 10% ) 100 万及以上的城市数

HHI( 整体) 1． 000

HHI( 100 万及以上) 0． 649＊＊＊ 1． 000

HHI( 最大的 10% ) 0． 881＊＊＊ 0． 777＊＊＊ 1． 000

100 万及以上的城市数 －0． 448＊＊＊ －0． 748＊＊＊ －0． 636＊＊＊ 1． 000

注: HHI 指赫芬达尔指数。＊＊＊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3. 新的大城市主要是由原有的中等城市发展而来，存在一条由中小城市逐步发展为大城市的路径。
表 3 是跨期存在城市的转换矩阵。两期都存在的城市共 1245 个。② 该矩阵展示了随着时间推移各

类城市发生的变化，矩阵中的每个值都是城市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移动的频数。例如，第 1 行第 1 列

的含义是: 在期初的小县城中，到了期末，仍有 87. 67%是小县城; 第 1 行第 2 列的含义则是: 到了期末，期

初的小县城有 12. 00%升格为小城市; 其它则依此类推。

表 3 不同规模城市的转换矩阵

期末( 2009)

小县城 小城市 中型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

小县城 87． 67 12． 00 0． 22 0． 11 0

小城市 6． 04 72． 48 16． 11 4． 03 1． 34

期初( 2000) 中型城市 0． 99 0 76． 24 18． 81 3． 96

大城市 0 0 1． 43 75． 71 22． 86

特大城市 0 0 0 0 1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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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与城市首位率相比，赫芬达尔指数能更完整地度量整个城市体系的结构( Wheaton and Shishido，1981) ，但数据更难

获得，因此，大量研究不得不转而使用城市首位率( Henderson，2003、2005) 。
既包括那些地名完全不变的城市，例如广州市; 也包括那些地名依旧，但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行政级别因而发生变

化的城市，例如，原来的定西县撤县设市，固原县也是如此。



从表 3 看，城市的状态转换有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各类规模的城市是相对稳定的。经过 10 年的变

化，超过 7 成的城市仍留在原有的分类中，2000 年的 17 个特大城市更是完全没有变化。第二，存在一条

由中小城市逐步发展为大城市的路径。例如，2000 年有 908 个小县城，到了 2009 年，其中的 109 个发展

为小城市，2 个成长为中型城市，还有 1 个升格为大城市。又如，在 2000 年存在的 101 个中型城市中，19
个成长为大城市，4 个升格为特大城市。这种沿着规模梯度逐步攀升的城市发展路径使得大城市逐渐增

加，由开始的“一支独秀”逐渐转向“百花齐放”的局面，城市集中度因而呈现出下降的态势。
( 四)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一些大城市在过去几年中吸引了大量的人口，但总体来说，仍是一种中小城市

多，大城市少的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表现以下特征: 第一，各地区的城市首位率

大小不一，表现迥异; 那些期初城市首位率较低的省份的城市居民倾向于进一步往首位城市集中，而那些

期初城市首位率较高的省份则恰好相反。第二，从整个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看，用赫芬达尔指数度量的

城市集中度在下降，说明城市规模分布变得均匀了。第三，这种由城市规模分布从集中走向分散的趋势

主要是靠新的大城市、尤其是新的特大城市推动的。这些新的( 特) 大城市则是由中小城市，特别是中等

城市成长而来。进一步的问题是: 这样一种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态势，在经济上是否是有效的?

四、实证分析框架与数据说明

( 一) 实证分析框架

如何判断城市规模分布的效率? 城市规模分布实际上是城市居民在不同城市之间的配置，这种配置

的规模结构会影响到整个城市体系中外部性作用的发挥，将影响到城市体系的技术进步。城市是地区创

新的中心( Jacobs，1969 ) ，因此，上述机制 最 终 将 到 影 响 该 地 区 的 经 济 增 长 ( Henderson et al. ，2001;

Henderson，2003) 。按照这条理论脉络，我们将构造一个实证框架，用以识别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①

分析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地区的投入产出关系，也就是地区的生产函数开始的。对于某个

地区 i 而言，其总量生产函数可以设定为以下形式:

Yit = Kα
it ［AitLit］

1－α ( 1)

其中，Y 是该地区的实际总产出，K 是物质资本存量，L 是劳动力数量，A 是技术水平。根据前文的分

析，技术进步是城市居民( 劳动力) 互动的结果，这种技术进步又“加强”了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作用，故设定

为劳动加强型的形式。对( 1) 式两边取对数，并作移项处理，可以得到地区的劳均总产出。通过比较 t 期

与 t － 1 期的地区劳均产出，可以得到:

ln Yit

L( )
it

－ ln Yit－1

Lit－
( )

1

= α ln Kit

L( )
it

－ ln Kit－1

Lit－
( )[ ]

1

+ ( 1 － α) lnAit － lnAit－
[ ]

1 ( 2)

上式的含义是: 劳均产出的增长取决于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其中，实际产出、物质资本存量与劳动

力数量都可以直接与现实数据对应，关键在于技术进步的测量。按照 Glaeser et al. ( 1992 ) 和 Henderson
( 2003) 对动态外部性的分析，技术进步取决于基期的一些因素。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①城市规模分

布。②教育水平。它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创新能力和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 Durlauf and Quah，1998)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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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实证框架沿用了 Henderson( 2003) 的思路，但在以下方面与之有所不同: 其一，Henderson( 2003) 的分析是针对

国际层面的，限于数据，他们只分析了城市首位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二，Henderson( 2003) 考察的重点是国别研究，因

此在实证设定上引入了城市首位率与人均收入水平的交叉项作为解释变量，目的是考察最优城市首位率随人均收入水平

变动的可能性，而我们鉴于样本信息相对有限的原因没有进行这一考察( 其数据 1960 － 1990 年的时间跨度与 70 个国家的

个体跨度使得其分析具有足够信息，而我们只有中国 23 个省区 10 年的数据) 。其三，在实证策略上，他们使用的是静态面

板框架，先对数据进行差分，然后用 GMM 方法进行估计。我们则在动态面板框架下进行分析。



所有制结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会影响其技术效率( 姚洋，1998 ) ，也会影响企业的创新( 周黎安和罗凯，

2005) 。④进口总额。当一个国家处于发展中阶段时，与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大，

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引进合适的先进机器设备，将有利于技术进步( 舒元和才国伟，2007) 。因此，可以将技

术进步设定为上述变量的一个函数:

( 1 － α) lnAit － lnAit－
[ ]

1 = f urbanstrit－1，eduit－1，ownershipit－1，importsit－1，ln Yit－1

Lit－
( )[ ]

1

+ μi + γt + εit ( 3)

其中，urbanstr 代表城市规模分布，可以用城市首位率或城市规模的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edu 是教育

水平，ownership 指所有制结构，imports 指进口总额。除此之外，技术进步还受到当地风俗和文化、宏观波

动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对这些因素，我们分别设定个体效应( μi ) 、时间效应( γt ) 和扰动项( εit ) 来加以

处理。
为了估计上述因素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将上式右边的函数形式具体设定如下:

f(·) = α0 + α1edu + α2ownership + α3 imports + α4 ln
Y( )L

+ β1urbanstr + β2urbanstr
2 ( 4)

将( 3) 、( 4) 代入( 2) ，整理可得:

ln Yit

L( )
it

= α0 + ( 1 + α4 ) ln Yit－1

Lit－
( )

1

+ α ln Kit

L( )
it

－ ln Kit－1

Lit－
( )[ ]

1

+ α1eduit－1 + α2ownershipit－1

+ α3 importsit－1 + β1urbanstrit－1 + β2urbanstr
2
it －1 + μi + γt + εit

( 5)

上式的含义是，当期的劳均总产出取决于上期的劳均总产出、资本深化和影响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
我们可以通过估计( 5) 式来识别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当地的技术进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一路径。

我们将城市规模分布对技术进步( 进而是经济增长) 的影响设定为二次型。这源于理论上最优城市

规模分布的探讨，实际的函数形式需要通过计量检验来识别。
( 二) 实证方法与数据

在( 5) 式中，自变量中含有因变量的滞后项，因此是一个动态面板模型。在面板模型中，因变量的滞

后项与个体效应之间是相关的，这时，即使是一阶差分后的 OLS 估计量或组内估计量也是不一致的。为

了克服这个问题，Arellano and Bond( 1991) 提出了差分 GMM 方法，基本思想是: 先对面板数据作一阶差

分处理，这消除了固定效应，然后利用一组滞后变量作为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这样就可以得到参

数的一致估计量。其后，Arellano and Bover( 1995) 和 Blundell and Bond( 1998) 等研究发现，差分 GMM 方

法将导致部分样本信息的损失; 而且，当因变量接近随机游走时，水平滞后项对未来信息传递不足，这将

导致弱工具变量问题，差分 GMM 的表现欠佳。因此，需要寻求更佳的工具变量。为此，他们发展了系统

GMM 方法。系统 GMM 的基本思想是，一方面，通过一阶差分消除固定效应，并利用自变量的水平滞后

项作为差分项的工具变量; 另一方面，通过引入水平方程的矩条件约束来增加工具变量的数目，系统

GMM 方法有效利用了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提高了估计的有效性。本文将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

互为参照。
在估计时，GMM 方法还可以具体区分为一步法( one － step) 和两步法( two － step) 。在大样本的情况

下，相对于一步法 GMM 估计来说，两步法是更加渐进有效的。但是，两步法估计的标准误通常存在向下

的偏误( Arellano and Bond，1991) ，而且，本文的样本容量相对较少，为了避免小样本导致的偏误，我们采

取一步法来进行参数估计。
在( 5) 式的设定中，在方程的右边，除了因变量自身的滞后项和资本深化程度以外，其余各个变量都

是滞后 1 期的前置变量，在控制了个体效应后，除了因变量自身的滞后项之外，其他变量都是外生的。为

了估计( 5) 式，我们将模型中的变量与实际数据对应起来。表 4 列出了各变量的现实对应物。这些指标

是根据《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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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计算而得的。实际物质资本存量数据 2000
年到 2006 年则来自单豪杰( 2008) ，2007 至 2009 年的数据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算的结果。

表 4 主要变量含义

类别 符号 具体含义

因变量 Y /L 劳均产出: 实际生产总值 /就业人数

解释变量 primacy 首位城市率: 最大城市的居民数占比

hhi 城市集中度: 各城市居民数占比的平方和

bigs 大城市数: 城市居民数在 100 万及以上的城市个数

控制变量 K /L 劳均物质资本: 实际物质资本存量 /就业人数

edu 教育水平: 6 岁以上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上的人口比重

ownership 所有制结构: 国有工业企业资产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的比重

imports 进口规模: 进口总额 /地区生产总值

五、实证分析

在这一小节，我们将通过实证回归来考察中国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经济效率。旨在回答以下问

题: 在考察期间，各省区的城市规模分布是否有效? 合理的城市规模分布应该具有怎样的具体特征?

( 一) 城市规模分布的总体情况与经济增长

表 5 的 1 ～ 4 列报告了城市首位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估计并比较了只引入城市

首位率滞后项( L. primacy ) 和同时引入其平方项的结果。我们发现，在仅考虑一次项时，城市首位率的系

数是不显著的，而引入平方项后，则表现出稳健的显著性。因此，这里只报告引入平方项后的结果。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滞后 1 期的城市首位率( L. primacy ) 及其平方项( L. primacy2 ) 的系数在 5% 或更

高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还是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中，这种关系都是稳健的。这

表明存在着某种最佳的首位城市率，当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过大或过小时，都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从表 5 的结果看，这一最优的城市首位率在 0. 185 到 0. 199 之间。如果以第 4 列的结果作为基准，在

其他条件不变时，以此时的最优水平( 0. 192) 为起点，城市首位率每增加或减少一个标准差( 0. 074) ，劳均

总产出( 用万元 /人衡量) 都将减少大概 0. 8%。显然，首位城市的集聚不足和过度集聚都会导致显著的效

率损失。因此，当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时，那些相对规模不足的首位城市可能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居民的

流入，使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扩展至最优水平，而那些首位城市相对规模过大的省份，则可能需要发展更

多的大城市进行分流。
表 5 的 5 ～ 8 列呈现的是用赫芬达尔指数度量的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尽管这里没有

列出，实际上我们比较了仅加入滞后 1 期的城市集中度( L. hhi) 以及引入其平方项的结果。在只引入一

次项的时候，城市集中度的作用是显著为负的;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平方项的引入会使一次项和平方项的

系数都变得不显著。这说明在现阶段，从各省区的城市体系看，城市集中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更多的是一

种线性关系。
从表 5 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集中度( L. hhi) 的系数至少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从它在是

否引入控制变量和不同 GMM 方法下的表现看，这种关系是稳健的。结果表明，省区的城市集中度越高，

对增长越不利。然而，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分散的城市化是有效的，而需要结合我国中小城市多，大城市

不足这一特征进行解读。从第三部分的分析看，在考察期间，城市的规模分布集中程度的下降是由中小

城市成长为( 特) 大城市，因而摊薄了原有大城市的居民份额导致的。这些( 特) 大城市是经济活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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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的表现，但是，这种集聚表现为城市居民往一些条件适合的中小城市流动，而非继续涌入首位城市。
这里，大城市数量的增加，是城市集中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但它们本身是集聚加深的结果，这很可能是经

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关于这点，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计量检验。

表 5 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增长( 因变量: lnY /L)

差分 GMM

( 1) ( 2)

系统 GMM

( 3) ( 4)

差分 GMM

( 5) ( 6)

系统 GMM

( 7) ( 8)

L． lnY /L
0． 868＊＊＊

( 18． 21)

0． 874＊＊＊

( 15． 69)

0． 986＊＊＊

( 62． 93)

0． 995＊＊＊

( 56． 60)
L． lnY /L

0． 858＊＊＊

( 18． 06)

0． 859＊＊＊

( 15． 65)

0． 974＊＊＊

( 65． 86)

0． 981＊＊＊

( 58． 98)

D． lnK /L
0． 689＊＊＊

( 18． 63)

0． 686＊＊＊

( 17． 74)

0． 733＊＊＊

( 22． 26)

0． 730＊＊＊

( 21． 90)
D． lnK /L

0． 683＊＊＊

( 18． 39)

0． 679＊＊＊

( 17． 52)

0． 724＊＊＊

( 21． 77)

0． 721＊＊＊

( 21． 45)

L． primacy
0． 524＊＊

( 2． 03)

0． 536＊＊

( 2． 05)

0． 541＊＊

( 2． 11)

0． 573＊＊

( 2． 21)
L． hhi

－0． 221*

( －1． 71)

－0． 229*

( －1． 75)

－0． 315＊＊

( －2． 51)

－0． 289＊＊

( －2． 23)

L． primacy2
－1． 319＊＊

( －2． 37)

－1． 353＊＊

( －2． 40)

－1． 452＊＊＊

( －2． 64)

－1． 492＊＊＊

( －2． 69)

L． edu
0． 011

( 0． 73)

0． 011
( 0． 77)

L． edu
0． 010

( 0． 66)

0． 010
( 0． 66)

L． ownership
－0． 025

( －0． 44)

0． 032
( 0． 63)

L． ownership
－0． 032

( －0． 57)

0． 021
( 0． 41)

L． imports
－0． 042

( －0． 74)

－0． 065
( －1． 14)

L． imports
－0． 032

( －0． 56)

－0． 055
( －0． 96)

常数项
－0． 188＊＊＊

( －3． 26)

－0． 163＊＊＊

( －2． 71)

－0． 054＊＊

( －1． 97)

－0． 068
( －1． 53)

常数项
－0． 140＊＊

( －2． 45)

－0． 112*

( －1． 88)

－0． 001
( －0． 03)

－0． 008
( －0． 19)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184 184 207 207 样本容量 184 184 207 207

Sargan p 值 0． 8045 0． 8829 0． 9519 0． 9999 sargan p 值 0． 6503 0． 7943 0． 9213 0． 9705

AR( 2) p 值 0． 6760 0． 9316 0． 7377 0． 6600 AR( 2) p 值 0． 7231 0． 6555 0． 8049 0． 7128

注:①括号内为 z 值。②＊＊＊、＊＊和*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③D． 指一阶差分，L． 指滞后一期。④由于数据容量有

限，我们限定在差分方程中最多使用因变量的 2 个更高阶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⑤根据 Arellano and Bond( 1991) 的建议，我们报告的是

一步法的参数估计情况，两步法的 AR( 2) 检验和 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下同。

表 6 全部城市的 HHI 和大城市数的关系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相关系数 －0． 438 －0． 432 －0． 457 －0． 417 －0． 408 －0． 450 －0． 448 －0． 513 －0． 480 －0． 474

p 值 0． 037 0． 039 0． 028 0． 048 0． 053 0． 031 0． 032 0． 012 0． 020 0． 022

( 二) 大城市数量与经济增长

大城市数量对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程度有重要影响。从表 6 看，赫芬达尔指数与大城市( 规模在 100
万以上的城市) 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也就是说，一个省区大城市数量越多，新的大城市的出现将

摊薄原有大城市的份额，这时，城市规模分布将变得更为均匀，赫芬达尔指数变小。从表 5 看，这种调整

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那么，究竟需要多少大城市? 大城市数量是否越多越好?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考察了大城市数量的效率，结果列示在表 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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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7 的第 1 ～ 4 列结果来看，滞后一期的大城市数量( L. bigs) 一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二次项

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种倒 U 型关系表明，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就要发展一定数量的大城市，但

是，大城市的数量并非越多越好，在中国目前城市化发展滞后的背景下，一味的增加大城市数也会制约单

个大城市的发展，因此，大城市数存在着某种最优水平。

表 7 大城市数量与经济增长

差分 GMM

( 1) ( 2)

系统 GMM

( 3) ( 4)

差分 GMM

( 5) ( 6)

系统 GMM

( 7) ( 8)

L． lnY /L
0． 881＊＊＊

( 17． 78)

0． 887＊＊＊

( 15． 68)

0． 969＊＊＊

( 58． 44)

0． 971＊＊＊

( 56． 04)

0． 881＊＊＊

( 17． 63)

0． 888＊＊＊

( 15． 53)

0． 966＊＊＊

( 46． 17)

0． 969＊＊＊

( 44． 24)

D． lnK /L
0． 682＊＊＊

( 18． 47)

0． 682＊＊＊

( 17． 67)

0． 710＊＊＊

( 21． 29)

0． 708＊＊＊

( 21． 07)

0． 686＊＊＊

( 18． 53)

0． 686＊＊＊

( 17． 72)

0． 711＊＊＊

( 21． 06)

0． 710＊＊＊

( 20． 85)

L． bigs
0． 021＊＊＊

( 3． 06)

0． 021＊＊＊

( 2． 95)

0． 027＊＊＊

( 4． 07)

0． 025＊＊＊

( 3． 79)

0． 021＊＊＊

( 3． 00)

0． 021＊＊＊

( 2． 88)

0． 026＊＊＊

( 3． 92)

0． 025＊＊＊

( 3． 67)

L． bigs2
－0． 002＊＊＊

( －2． 94)

－0． 001＊＊

( －2． 55)

－0． 002＊＊＊

( －3． 93)

－0． 002＊＊＊

( －3． 22)

－0． 002＊＊＊

( －2． 89)

－0． 002＊＊＊

( －2． 68)

－0． 002＊＊＊

( －3． 06)

－0． 002＊＊＊

( －2． 81)

L． pop
－0． 000

( －0． 59)

－0． 000
( －0． 63)

－0． 000
( －0． 08)

－0． 000
( －0． 26)

L． bigs × pop
0． 000

( 1． 10)

0． 000
( 1． 20)

0． 000
( 0． 60)

0． 000
( 0． 83)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184 184 207 207 184 184 207 207

Sargan p 值 0． 7640 0． 9437 0． 9947 0． 9991 0． 9481 0． 9792 0． 9993 0． 9999

AR( 2) p 值 0． 9400 0． 8121 0． 9754 0． 8985 0． 9586 0． 7157 0． 8840 0． 6782

注: 为了节省篇幅，这里没有报告常数项的系数及其 z 统计量，下同。

大城市最优数量的多少，还可能受到省区城市居民总数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回归中加入

了城市居民总数( pop，用万人度量) 以及城市居民总数与大城市数量的交叉项，结果见表 7 的第 5 ～ 8 列。
我们发现，城市居民总规模与大城市数量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但是，这种关系在统计上和经济

上都不显著，说明这种影响微乎其微。
综上，我们发现，从各省区的城市化过程看，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大城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城市越

多越好，实际上，大城市数存在某种最优水平，过多的大城市可能会限制各个大城市的充分发展。从表 7
第 5 ～ 8 列的结果看，平均而言，最优的大城市数量约在 5 ～ 6 个之间。

( 三) 大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增长

从上述讨论可知，大城市对整个城市体系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进一步的问题是: 大城市内部

的规模分布状况是否也会影响增长? 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考察。
首先，我们将城市的考察范围缩小为 100 万人及以上的大城市，结果列示在表 8 第 1 ～ 2 列中。从第

1 列看，首位城市度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但不显著，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则至少在 15% 水平上显著为

负，一定程度上仍符合倒 U 型的特征。这意味着，在大城市中，首位城市应该有一个最优的相对规模范

围，经济活动过度集聚或集聚不足都将导致效率损失。从第 2 列看，大城市规模的赫芬达尔指数回归系

数符号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大城市内部规模分布的均匀化对整个省区的经济增长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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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目前各省区城市体系的发展情况有关，它们正处于中小城市多，但规模不足的阶段，这时，大城市数

量增加和由此导致的大城市规模趋于均匀可能是一种更有效的发展模式。

表 8 大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增长

100 万人及以上的城市作为大城市

( 1) ( 2)

规模前 10%的城市作为大城市

( 3) ( 4)

前 3 大城市作为大城市

( 5) ( 6)

L． lnY /L
0． 958＊＊＊

( 48． 11)

0． 954＊＊＊

( 49． 05)

0． 990＊＊＊

( 55． 09)

0． 977＊＊＊

( 56． 93)

0． 996＊＊＊

( 60． 62)

1． 000＊＊＊

( 60． 42)

D． lnK /L
0． 707＊＊＊

( 20． 84)

0． 706＊＊＊

( 20． 92)

0． 726＊＊＊

( 21． 75)

0． 720＊＊＊

( 21． 50)

0． 730＊＊＊

( 21． 90)

0． 730＊＊＊

( 21． 97)

L． primacy
0． 056

( 0． 66)

0． 421＊＊

( 2． 57)

0． 553＊＊

( 2． 09)

L． primacy2
－0． 098

( －1． 54)

－0． 586＊＊＊

( －3． 10)

－0． 520＊＊

( －2． 05)

L． hhi
－0． 076＊＊＊

( －3． 34)

－0． 128＊＊

( －2． 54)

0． 842

( 1． 61)

L． hhi2
－0． 967*

( －1． 68)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207 207 207 207 207 207

Sargan p 值 1． 0000 0． 9946 0． 9994 0． 9907 0． 9964 0． 9845

AR( 2) p 值 0． 8260 0． 6045 0． 6518 0． 7420 0． 7092 0． 8872

注: 本表只报告了系统 GMM 的结果，差分 GMM 的结果与系统 GMM 的结果类似。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取另外两种实证策略进行了考察。首先，我们选取了所有城市

中规模位于各省前 10%①的城市，将它们看作大城市，考察了这些城市的城市首位度以及赫芬达尔指数与

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表 8 的第 3 列看，大城市的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 U 型关

系。从第 4 列看，大城市赫芬达尔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大城市规模的相对均等化

或趋同化更加有利于总体经济增长，这与之前的结论一致。
我们还选取了各省前 3 大城市，将它们看成大城市，考察了这些城市的城市首位度以及赫芬达尔指

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 8 的第 5 列结果显示，大城市的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仍存在着显著

的倒 U 型关系。第 6 列则表明，大城市赫芬达尔指数一次项的系数符号为正，而二次项的系数符号为负，

两者对应的 p 值都在 10%附近。② 这说明，在前 3 大城市的规模分布中，一种有一定层级差距的结构更有

利于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层级差距应该是一个相对适中的差距而不是一种陡峭的巨大差距。
( 四) 不同城市体系界定下的结果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单元是以省区行政边界划分的。然而，现实中的经济活动可能并非是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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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具体是将城市按照居民规模从大到小排序，当城市个数占地区总城市数目的累计比重首次等于或大于 10% 时进

行截取。
在仅放入大城市赫芬达尔指数一次项而不放入大城市赫芬达尔指数二次项的情况下，一次项回归系数符号为负，

但对应的 p 值约为 0. 7，因此加入二次项的回归结果更加值得关注。另外，回归( 6) 如果采取差分 GMM 方法，则大城市赫

芬达尔指数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大小基本不变，都在 10%水平上显著。



按照这个边界进行分割的，省区间也有明显的经济互动，例如“京津塘”和“沪苏杭”等地区就呈现出较高

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将它们分别看成相对完整的城市体系可能更为适合。为此，我们重新设定了回归样

本，将北京、天津和河北看成一个整体，而将上海、江苏和浙江作为一个整体，构建了“京津塘”和“沪苏浙”
两个样本点，再与其他省区构成整个回归样本。表 9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重新界定城市体系后，①回归结

果基本不变，这也说明前述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9 稳健性检验: 重新划分城市体系后的实证结果

全部样本

( 1) ( 2) ( 3)

100 万及以上人口

( 4) ( 5)

前 3 大城市

( 6) ( 7)

前 10%的城市

( 8) ( 9)

L． lnYlN
0． 988＊＊＊

( 53． 25)

0． 974＊＊＊

( 58． 31)

0． 962＊＊＊

( 54． 21)

0． 948＊＊＊

( 47． 03)

0． 946＊＊＊

( 48． 15)

0． 991＊＊＊

( 59． 87)

0． 994＊＊＊

( 59． 22)

0． 985＊＊＊

( 51． 58)

0． 968＊＊＊

( 56． 15)

D． lnKlN
0． 713＊＊＊

( 20． 53)

0． 704＊＊＊

( 20． 25)

0． 694＊＊＊

( 20． 03)

0． 688＊＊＊

( 19． 63)

0． 688＊＊＊

( 19． 72)

0． 710＊＊＊

( 20． 37)

0． 710＊＊＊

( 20． 42)

0． 709＊＊＊

( 20． 42)

0． 701＊＊＊

( 20． 31)

L． primacy
0． 541*

( 1． 81)

0． 015
( 0． 16)

0． 492*

( 1． 79)

0． 422＊＊

( 2． 21)

L． primacy2
－1． 359＊＊

( －2． 26)

－0． 070
( －0． 99)

－0． 437*

( －1． 73)

－0． 569＊＊＊

( －2． 72)

L． hhi
－0． 279*

( －1． 95)

－0． 075＊＊＊

( －3． 18)

0． 895
( 1． 55)

－0． 128＊＊

( －2． 38)

L． hhi2
－0． 967

( －1． 57)

L． bigs
0． 019＊＊＊

( 3． 89)

L． bigs2
－0． 001＊＊＊

( －3． 52)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容量 198 198 198 198 198 198 198 198 198

Sargan p 值 0． 9996 0． 9993 0． 9996 0． 9994 0． 9988 0． 9470 0． 9833 0． 9995 0． 9987

AR( 2) p 值 0． 4922 0． 5379 0． 9528 0． 6201 0． 5484 0． 5314 0． 5895 0． 6730 0． 9127

注: 本表只报告了系统 GMM 的结果，差分 GMM 的结果与之相似。

六、结论

中国过去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其城市化的推进有关。城市是知识创造的中心。作为城市居民的聚居

地，城市为知识外溢创造了条件，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传播与生产，有利于技术进步，也促进了经济增长。
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在持续推进城市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关键的问题是: 需要怎样的城市化，城市布局

如何才是合理的? 城市化进程应该遵循怎样的演进模式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从城市规模分布的角

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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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前面各部分使用的界定方法，还是本小节采取的方法，本文对城市体系的界定都是经过简

化处理的，只是一个初步的工作。事实上，如何识别城市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重要问题。感谢匿名审稿人

的建设性意见。



从过去 10 年的演进状况来看，近年来大城市的发展加快，但是，整体上仍然是中小城市多，大城市少

的格局，因此，需要进一步的集聚。问题是，是要继续向个别城市集聚，还是向一些城市集聚以形成新的

大城市? 从我国城市体系的发展看，城市首位率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倒 U 型关系。这意味着，存在着

一个最优的城市首位率，偏离这一水平将导致效率损失。因此，要推进城市体系进一步的集聚，可能不是

要通过限制首位城市发展来实现，而是加大发展其他大城市发展的力度，形成一个具有更多大城市的布

局。新的大城市的出现，将摊薄首位城市的原有份额，导致城市规模分布变得更为“均匀”。实证结果表

明，对于大多数省份而言，需要有一批条件合适的中等城市发展成大城市，这样的一条发展路径对经济增

长是有利的。当然，大城市数也并非越多越好，在目前我国城市化相对滞后的背景下，过多的大城市可能

会阻碍单个大城市的充分发展。在大城市内部的结构上，首位城市和其它大城市保持适当距离、但大城

市规模逐渐趋同的城市体系将会更有利于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基于本文的发现，政策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迁

移，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迁移以及地区间的迁移，这会导致一种分散化的城市化格局，阻碍了大城

市的发展，使城市规模分布过于分散。因此，渐进地改革户籍制度是必要的。其二，我国的城市体系存在

着严格“以大管小”的城市行政管理层级，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其在公共财政资源和政策优惠上的优势

越强，这种政策倾斜扭曲了不同城市间投资机会的相对价格，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当，而且，从发展中

国家的经验看，这种有偏的政策会造就过度拥挤、管理困难的超大城市，从而导致效率损失。因此，应当

考虑通过改革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使所有的城市，无论大小，无视等级，都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竞

争。其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受此影响，中小城市

和小城镇的发展较为迅速，但大城市的规模因受限制而发展不足，这也是导致城市规模分布过于分散的

原因之一。尽管近年来政策导向有所转变，仍需要深化这一方面的认识，避免对大城市扩容的不当干预。
特别地，当前城市发展的主要制约要素是土地，而这在大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需要避免城市化推进过程

中因为土地政策设置不当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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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Xiaoping Xie Xianbin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question that how to build a rational urban system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ed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 of China in the past ten years，then
identifies the mechanism how the evolution of city size distribution impact economic growth Using dynamic
panel data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China’s urban system has not reached the optimal distribution，but is
gradually closing to it. There are too many small cities and too few big cities，and the relative size of a small
number of large cities is too large. The emergence of new large cities，and the co － development of large
cities，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City size distribution; economic growth;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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